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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海谈故

崇启海
历史上的疫情防控

□何泰

大王庙小学旧事（中）
□李大潜

崇川往事

2009年，李大潜与张祖彤老师合影。

大王庙小学的老师给了我们认
真的启蒙教育，对我们的呵护和关心
无微不至，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他们。
抗日战争胜利后，校长是袁捷老师，
她住在我家附近的习家井巷。她没
有教过我的课，但我觉得她还是比较
和蔼的，对她留有良好的印象。还有
一个周琪老师，也住在习家井巷，和
袁校长家似乎门对门。她也没有教
过我的课，但表现一直很出色，后来
成了通师二附的校长，曾好几次邀我
到该校访问，我们保持着相当密切的
联系。改革开放后，她曾作为南通市
的党代表出席过全国的党代表大会，
会后还送给我会上发的两支铅笔，颇
有纪念意义，对我也是极大的鼓舞。
她是南通教育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前
辈，现在仍然健在，已有98岁了，愿她
一直健康长寿。

张祖彤老师是我们五年级甲班
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她当时刚从女
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曾受教于著名
教育家张梅庵先生。她的一个孪生
妹妹张祖铭，同时任五年级乙班的班
主任及语文老师。可以说，张祖彤老
师是我小学阶段接触最多、印象最深
的老师，影响了我一生的成长。我还
清楚地记得她在课堂上教我们唱“我
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情景，流亡
的悲愤、悠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
我，使我第一次认识到音乐催人奋进
的战斗力量。那时的语文老师及班
主任能熟练地弹奏风琴，兼顾起音乐
老师的职责，在现在也应有其启示作
用吧。

寒假中我曾经到她家去拜年。
她们住在东门外一个僻静的小巷中，
清贫的小屋朴素而整洁，她们姐妹二
人正对坐在方桌两边，用毛笔练习书
法，这大概是她们日常的功课吧。看
到一个老师自己在用功苦练，对我的
教育启示作用，比她们在课堂上语重
心长的教诲不知要有力多少倍，这是
教育了我一生的。我那时“两”字的
发音发不准，常念成“仰”音，她们就
多次引我发这个音，并认真纠正。谈

了一阵，我急着要回家，她们说我“归
心似箭”。我那时不知道这个成语，
还以为是“归心事见”，即我的“归心”
被她们发现了。她们就给我讲“归心
似箭”的含义，我迅速就明白了。这
样看似漫不经心地交谈，实质上是极
为生动有效的语文辅导，但平易近
人、润物无声，使我终身受益。

张祖彤老师当时应该是很倾向
进步的，我曾听到她课间在办公室用
风琴弹奏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
天》，这在国民党当政的时代是很犯
忌的。可能正由于此，我五年级肄业
离开大王庙小学不久，她们姐妹即被
调到唐闸郊区的一个学校任教了。

我刚进入商益中学，因在小学中
一直顺利而养成的心高气傲、考试抢
交头卷的坏习惯，使我在一个月后的
第一次数学测验中只得了18分，差点
被老师按规定用戒尺打42下手心。
我在大王庙小学的一些原来的同学
听到这个消息，在我家窗口齐声高唱

“李大潜，中学生，算术考了18分”，更
使我无地自容。这一奇耻大辱使我
沮丧，更给我带来了一辈子的警示和
教训。在我处于极度困难的环境时，
张祖彤老师从唐闸乡下，用她批改作
文的紫色笔给我来信，极大地鼓舞了
我的信心和勇气，使我能在跌倒后迅
速地站起来，第二次数学测验就考得
了98分。张祖彤老师给我的这封信
现已无存，她当时具体说的什么话也
记不清了，但她那一片紫色的墨迹却
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如今午夜
梦回，独处自省，总为此感慨万分，并
催我奋进。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将张
祖彤老师视为我人生的导师，每次回
南通都要到其住处探望，聆听她的教
诲。在她去世前不久，还曾到她住院
的第三人民医院探视，想不到竟成永
诀，后来亦曾两次到她的墓前祭奠。
张祖彤老师对我的教育恩、师生情，
无疑是大王庙小学留给我的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

大王庙小学老师留给我的，还有
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大概在

三四年级的时候，数学课老师请假，
有一个男的体育老师来代课。他一
走上讲台，就用龙飞凤舞的笔法，在
黑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个算式，问
我们等于多少。其实，他写的只是一
个个位数相加的算式，但大家看不懂
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个个莫测高深，
一时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后来
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免哑然
失笑，也一下子失去了对他“五体投
地”的尊敬。下一堂课，这位代课老
师就不再出现了。

在大王庙小学，我一直是一个品
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曾无辜地受到
了一个老师的惩罚。有一天上午课
后，一个同学说给我表演一个魔术，
他拿了一张钞票说要撕掉，但撕声过
后，他手上的钞票完整无缺，只是钞
票后暗藏的一张纸被撕成了两半。
我看这个把戏并不难，也拿出自己身
上的一张钞票试了一下，但手法不熟
练，撕掉的不是那张纸，而是钞票！
这本是童年小朋友间的一件不值一
提的小事，但恰给当时的班主任老师
看到，在本该回家午餐的时候把我留
在学校不许回家，直到家中派人来查
问才将我释放。尽管家中没有追究，
老师也不再提起，但多少在我心中留
下了一个阴影，也一直对这一处罚感
到莫名其妙。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如
果多一些爱护，更加宽容和人性化一
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我在大王庙小学的同学，绝大多
数住在离学校不远、甚至就在学校附
近。看来就小学而言，就近入学实在
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我现在还记得
出来姓名的班上男生有朱纪吾、生克
廉、倪钧、倪本、刘文光、李培根，女生
有卢文澜、刘丽君、蒋惠玲、季敏华。
当年的这些同班同学年龄都比我要
大一点，后来的履历及命运也各不相
同，但相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一定
深深地怀念在大王庙小学的这一段
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并衷心地感恩
于我们的老师为培养和造就我们所
做出的深情而无私的奉献。

19世纪20年代，霍乱自海外传入
中国，流行于沿海通商口岸，并向内地
扩散。江苏沿江一带，首当其冲。每次
长江流域霍乱大流行，扬州、泰州、南通
地区的仪征、江都、泰兴、靖江、如皋、海
门、启东、崇明等地均受波及。严重流
行之年，人命朝不保夕。夏季是崇启海
一带肠道传染病的发病高峰季节，伤
寒、副伤寒、恶性疟疾、痢疾屡见不鲜；
冬春季节又有天花、麻疹、白喉、百日咳
等呼吸道传染病横行肆虐。百姓均受
病魔困扰。清光绪初年“丁戊奇荒”。
此时，崇启海一带亦出现大饥大疫之情
形。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霍乱自扬
中、仪征依次东进，崇启海居民中染病
者很少得救。民国年间，天花、白喉、百
日咳、麻疹、伤寒、恶性疟疾、痢疾、猩红
热等流行。崇启海一带均受波及。

国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虽有疫情
报告的规定，但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只
有发生特大疫情时，才专件逐级上报。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传染病
预防条例》《传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
《种痘条例》等，指定伤寒或类伤寒、斑
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9种法定
传染病，并制定包括传染病报告、登记、
隔离、检疫、预防接种等环节的管理与
预防措施。为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在
1934年卫生署制定的《城市小学学校
卫生实施方案》，要求全国城市一律组
织健康教育委员会，实施学校卫生，包
括在校学生的定期体检、传染病预防和
管理等。上述规章制度的公布实施，对
传染病的防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抗战事起，上述规章制度未能有
效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崇启海地区贯彻

“预防为主”方针，加强对传染病的控制
和管理，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经
常、有突击地结合各种中心工作，重点
加强计划免疫和基础免疫的实施，有效
地控制了传染病的蔓延。1951年崇启
海三县卫生院就发动全体医务人员对
城乡居民普遍种牛痘，当年即基本制止
了天花流行。1955年起贯彻执行国家
卫生部颁发的《传染病管理办法》，结合
本地实际，加强传染病的管控。1958年
11月，崇明县划归上海市管辖。20世
纪60年代中后期始，启东、海门两县的
县、公社、大队医疗单位完善疫情一本
账制度，历年开展预防接种工作。先后
使用牛痘、霍乱、白喉、百日咳、痢疾、伤
寒、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破伤风二联、
霍乱伤寒、副伤寒甲乙四联、流行性脑
膜炎、鼠疫菌苗等20余种生物制品。二
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天花消灭后，每年
春冬两季仍下达种痘任务。从1977年
开始，启海两县对7周岁以下儿童，全部
登记、建卡、发证，按照儿童免疫程序，
实行计划免疫。两县卡介苗、脊髓灰质
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麻疹疫苗的
覆盖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均达到80％
以上，城镇则达到90％以上。脊髓灰质
炎、百日咳、白喉、麻疹等疾病自实行计
划免疫以后，均被有效控制。猩红热、
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等传染病，也只是
偶有发生，未出现流行。


